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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

——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冯　健

内容提要：基于对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全形拓入画作品的考察，探讨全形拓入画的文人

意趣与审美机制。六舟的画家身份和金石、书法等多方面学养，使其绘画具有金石大写意雏形，也

使得他至少在1835年就已产生引全形拓入画的创作思想。全形拓入画使工艺美进入文人画家审美范

畴，在意象、心象与意造等方面与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意趣相合，实现了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拉长

了赏画的时间轴，强化了时空记忆与历史场景感。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在于：“古意同求”，古

器物全形拓与大写意绘画在“古意”气质的追求上具有类似性；“异类同源”，在金石气方面，全

形拓与海派画家尤其是吴昌硕的金石大写意花鸟画同源同趣；“异格同调”，传拓的工写风格需要

绘画工写风格的相应配合，以求协调；“异材同构”，岁朝清供类题材的画法与钟鼎彝器全形拓入

画有类似的构图原理。

关键词：全形拓  拓本绘画  六舟  吴昌硕  黄士陵

一、全形拓与拓本绘画研究进展

全形拓是在纸质平面上通过传拓技术呈现器物的立体形态，是古代金石传拓技艺中表现力最丰

富、技法最复杂的一种传拓形式。[1]据陈振濂先生言，在十几年前，全形拓几乎濒临灭绝，因为掌

握全形拓技术的民国时的那一辈人已经寥寥无几，而中青年一代对全形拓非常陌生。[2]在中国学术

期刊网上，在“主题”中输入“全形拓”进行检索，剔除掉无关信息，共检索到134篇论文，其中

最早的一篇文献是发表于2004年8月桑椹的论文《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发展的分期研究》[3]，在这个时

间节点之前，几乎查不到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全形拓的研究论文。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系统中，

以“全形拓”为主题词检索相关著作和学位论文，发现数量较少，比较早的有《北京图书馆藏青铜

器全形拓片集》[4]（1997年出版）和桑椹的学位论文《论青铜器全形拓的起源及其流变》[5]（2003

[1]　童衍方：《金石全形  博古传真》，《中国书法》2015年第3期，第79页。

[2]　陈振濂：《“重振金石学”旗帜下重倡“全形拓”的现状与意义》，《书法》2019年第7期，第44—54页。

[3]　桑椹：《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发展的分期研究》，《东方博物》2004年第3期，第34—41页。

[4]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5]　桑椹：《论青铜器全形拓的起源及其流变》，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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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他均为全形拓片集，并非研究专著，且均系近几年出版。综合论文与著作检索结果，可以

看出学术界对全形拓研究的重视始于2003年、2004年左右，与陈振濂先生“十几年前学术界才开始

重视抢救和研究全形拓”[1]的论断基本吻合。

不妨从文献计量学视角对上述134篇研究论文进行简单分析。上述文献总下载量为16895次，

单篇下载量超过500次的有5篇，下载量最多的是唐友波的《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2]

（801次）。再看引用率的统计情况，有关全形拓文献的引用率并不高，有102篇文献引用次数为

零，其他33篇文献或多或少被引用过，总引用次数只有113次，单篇引用次数超过10次的只有两篇

文献，即郭玉海的《响拓、颖拓、全形拓与金石传拓之异同》[3]（被引用17次）和桑椹《青铜器全

形拓技术发展的分期研究》[4]（被引用11次）。上述引用统计表明，尽管十几年来学术界已经对全

形拓进行抢救式挖掘和研究，但整体而言，全形拓仍然是一个相对专深而狭窄的研究方向。约有四

分之三的论文从未被引用过，说明尽管这种抢救式研究已经初见成效，但在此基础上的基于学术引

用关系的深入研究和研究系列的形成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从文献分类上看，近十几年学术界对“全形拓”的研究可归集为如下几个方面：总体及一般

性介绍、传拓技术研究、传承流变研究、古代人物研究、现代人物研究、拓本绘画研究、青铜器

及其全形拓本研究、金石学与全形拓、文化及审美价值研究以及其他。各类型所占的比重见图1。

不难看出，青铜器及其全形拓本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占32.8%），其次是总体及一般性介绍（占

15.7%），再次是古代传拓人物研究（占11.2%）和现代传拓人物研究（占9.7%），其他各类型所

占比重都在10%以下。可见，对于全形拓的研究，在一般性的知识介绍以及青铜器及全形拓本的介

绍、鉴赏方面占了接近一半的比重，而在传承流变、拓本绘画、金石学考释、文化及审美等专深方

向上的研究有待于提高，对古今代表性人物的研究虽然引起了重视，但总体也有待于加强。对于与

本文主题有关的“拓本绘画研究”占了不到7%的比重，文化和审美价值占不到4%的比重，是今后

亟待加强的研究方向。不同时间段全形拓研究文献的发表情况见图2。90%以上的文献发表于2011

[1]　陈振濂：《“重振金石学”旗帜下重倡“全形拓”的现状与意义》，第44—54页。

[2]　唐友波：《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第269—304页。

[3]　郭玉海：《响拓、颖拓、全形拓与金石传拓之异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1期，第145—153页。

[4]　桑椹：《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发展的分期研究》，第34—41页。

图2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统计的不同阶段全形拓

研究文献分布情况

图1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统计的全形拓研究文献

类型及其所占比重



831

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年以后（其中约60%的文献发表于2016年以后），这充分说明全形拓研究在近5年内取得了快速进

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形拓濒临失传的窘境，这与近年国内金石篆刻界和书法界的呼吁有

关系。

就近年的全形拓研究而言，还有几个方面值得强调：一是，《中国书法》杂志在2015年第3期

推出“青铜器全形拓特辑文丛”[1]，刊发了童衍方、尉笑、唐存才、陆明君、白谦慎、松门、桑

椹、仲威8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青铜器全形拓拓片，可谓是近年有关全形拓研究的最重要

的一批成果；二是，近年，出现了以全形拓早期重要人物——释达受（六舟）为线索的专著和展

览，如浙江省博物馆编《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2]，内有桑椹撰写的长文《六舟与早期全

形拓》[3]，以及王屹峰所著的《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4]等，对于从艺术的角度

系统理解六舟及全形拓的发展演化，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三是，2018年以来，拓本绘画及其相关

技法，开始进入高校美术专业的硕士、博士们的关注视野，出现了以拓本画或颖拓入画技法等为主

题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如高迎春的《拓绘相生：吴昌硕“拓本画”研究》（2019年）[5]、高稳

扬的《颖拓和花鸟画结合的探索与实践研究》（2019年）[6]、白云鹤的《着手成春：颖拓技法在国

画中的研究与应用》（2019年）[7]以及王凤欣的《姚茫父绘画艺术研究》（2018年）[8]等，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开端，这些论文对拓本绘画或颖拓技法入画等论题做了或偏重理论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探

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画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借助艺术学理

论开展专门而深入的探讨，为形成有关全形拓入画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做进一步的铺垫。正是基于

上述认识，本文拟结合释达受（六舟）、吴昌硕和黄士陵有关全形拓入画作品的艺术特点，探讨全

形拓入画的文人意趣与审美机制等问题，力图推进全形拓与传统文人绘画关系方面的研究。

二、全形拓入画的类型及传承演变

所谓“全形拓入画”，指的是画家在已经传拓了古器物全形的拓纸上作画，使古器物形象融

入画面，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称为“拓本画”“拓本博古画”或“钟鼎插花

画”。

“全形拓入画”为画家所接受和采纳，并作为一种绘画表现题材，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全

形拓创始人马起凤的传世拓品较为少见，从著录上看，尚能见到其传拓的作品，但未见其全形拓入

画的作品，即未见到其在古器物全形拓的基础上补画花卉蔬果或其他内容的作品传世。他的传人六

舟不仅精通传拓工艺，还精通书画、印章等多项技艺，具有较为全面的艺术修养。据悉，六舟擅画

[1]　童衍方、尉笑、唐存才，等：《青铜器全形拓特辑》，《中国书法》2015年第3期，第78—155页。

[2]　浙江省博物馆编：《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

[3]　桑椹：《六舟与早期全形拓》，浙江省博物馆编：《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第9—19页。

[4]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

[5]　高迎春：《拓绘相生：吴昌硕“拓本画”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

[6]　高稳扬：《颖拓和花鸟画结合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7]　白云鹤：《着手成春：颖拓技法在国画中的研究与应用》，吉林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

[8]　王凤欣：《姚茫父绘画艺术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

832

写意花卉，尤其精于画梅花，是道咸年间的画梅名家之一[1]。可以认为，正是六舟的画家身份和多

方面学养，才使他区别于一般的传拓工匠，也才促使“全形拓入画”成为可能，使得“拓本画”这

一绘画品种萌发、成长，并为画家们所接受和采纳，从而使得“钟鼎插花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

独立样式。

从全形拓入画作品的类型来看，按照中国画目前的人物、山水和花鸟画分科，可见到“全形拓

与人物画的结合”和“全形拓与花鸟画的结合”这两大类型，其开创均与六舟有关，尚未见到“全

形拓与山水画的结合”类型。全形拓与人物画的结合，最著名的是《剔灯图》（有横幅和立轴两

种）和《六舟礼佛图卷》，但作品中的人物为陈庚（月波）所绘，并非六舟所绘。在《剔灯图（横

幅）》（图3）中，六舟有“……文字向为青绿所掩，以针挑剔，稍得明晰。吴江陈子月波为作写

《剔灯图》，以记其事……”的题记。在《六舟礼佛图卷》中，陈庚有如下题记：“六舟胜侣得六

朝造像于新安北郊，稍加拂拭则宝光夺目，予窃慕焉。因椎拓小幅见贻，予当供养于未簛丈室，永

为秘宝。然无以为报，故为之作是图以答之，亦见予好之深也。时丙申冬日，吴江陈庚记于古歙华

屏山麓。”可见，全形拓与人物画的结合虽与六舟有关，但画中人物并非六舟所绘，实为陈庚所

绘。也有可能是，六舟为人物画家陈庚提供了这一创作思路，亦未可知，而且根据下文的推断，

《古砖花供》的成图时间略早于陈庚所绘的上述人物画，这就更说明六舟在与陈庚合作上述拓本人

物画作品之前已经具备了将全形拓引入绘画的思想意识与实践基础。

至于“全形拓与花鸟画的结合”这一表现形式与六舟的关系，需要对目前所能见到的与六舟有

关的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比较（表1）。由表1可见，六舟的传世作品中，全形拓入画最

早的作品是《古砖花供》（图4），其创作时间为1835年，比人物画《六舟礼佛图卷》（1836年）

和《剔灯图（横幅）》（1837年）略早。这个时间还早于六舟与富商收藏家程洪溥（木庵）结识的

[1]　桑椹：《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六舟和他的才艺》，《收藏家》2014年第12期，第23—32页。

图3  剔灯图（横幅）  31.0cm×69.5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4  古砖花供  25cm×141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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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即道光十六年（1836）。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六舟所有全形拓入画的存世作品可以判断，六舟

将古砖全形拓引入绘画的时间要早于将钟鼎彝器全形拓引入绘画的时间。

表1  与六舟有关的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创作时间及拓绘关系分析

作品名称 收藏单位 甲子纪年
朝代及

公元纪年
作品拓绘关系分析及若干推断

古砖花供
浙江省

博物馆
乙未夏日

道光十五

年，1835年

六舟传拓并作篆书题记，六舟邀请友人合作绘制。图

中绘有11组物象，有10位画家在所绘物象旁落款，在

未落款的一组物象里有“六舟”小印一枚，菊花与太

湖石均符合六舟画法，此组物象应为六舟所绘

六舟礼佛

图卷

浙江省

博物馆
丙申冬日

道光十五

年，1836年

六舟传拓，陈庚绘人物。此图因人物与拓件之间没有

交叠现象，故按正常逻辑应是传拓在先、绘画在后

剔灯图

（横幅）

浙江省

博物馆
丁酉夏日

道光十七

年，1837年

六舟传拓，陈庚绘人物。人物与拓件之间有交叠，从

用墨关系可判断出，陈庚绘人物在前，六舟传拓在后

剔灯图轴 上海图书馆

无绘制的明

确纪年（推

断为丁酉）

无绘制的明

确纪年（推

断为1837

年）

六舟传拓，陈庚绘人物。此幅作品上，巴达生的题跋

时间为道光辛丑年（1841），六舟的“寺字考”题于

道光癸卯年（1843）。此图应该成于1941年以前。从

用墨次序上推断，陈庚的人物应该绘制于六舟传拓之

前，考虑到与前一幅《剔灯图（横幅）》上所绘人物

基本一致，推断应为陈庚在1837年所绘

设色花卉

博古图轴
西泠印社 癸卯夏五月

道光二十三

年，1843年

六舟传拓古器，六舟绘水仙，天清子绘牡丹。图中六

舟以双钩笔法绘水仙，用笔细腻洒脱，与《古砖花

供》中左数第三块砖上的兰花笔法接近

芸窗清

供图轴

浙江省

博物馆
丁未孟夏

道光二十七

年，1847年

六舟传拓古器，六舟绘花卉。图中绘三种菊花及秋果

一枝，用笔含蓄稳健，线条细而不弱

钟鼎

插花图轴

浙江省

博物馆
丁未清明节

道光二十七

年，1847年

六舟传拓周伯山豆，六舟绘花卉。图中绘有梅花和双

钩牡丹。梅枝有明显的金石入画的用笔方法

设色菊花

博古图轴
西泠印社

无纪年（推

断为丁未左

右）

无纪年（推

断为1847年

左右）

六舟传拓周伯山豆，六舟绘菊花两种。作品上无纪

年。但画中古器为周伯山豆，推断其创作时间应该与

《钟鼎插花图轴》接近，在1847年左右

钟鼎插花

四条屏
上海图书馆 丙寅秋

同治五年，

1866年

六舟传拓古器，费以耕绘花卉。每种器物上绘有两至

三种花卉，属小写意画法

全形花卉插 捡云书屋

无绘制的明

确纪年（推

断为己亥以

后）

无绘制的明

确纪年（推

断为1839年

以后）

六舟传拓器物，六舟绘花卉。六舟在题记中提及发生

在己亥春（即道光十九年，1839年）居沧浪亭时一场

赏花、赏金石的雅集，此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1839年

以后

注：根据《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1]和《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2]两书中收录的与

六舟有关的全形拓入画作品整理和解读而成，并就若干问题和无纪年作品的创作时间加以推断。

[1]　浙江省博物馆编：《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第38—66页。

[2]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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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砖花供》中，六舟传拓了12件带有铭文的古砖并邀请友人合作绘制，最后由六舟作篆书

题记。图中涉及18个物象，按11组进行分布（有的一组含多个物象，如姚鼎所绘的“三友”就包括

松、梅和天竺3种物象）。有趣的是，这11组物象中，只有10位画家在所绘物象组旁边落款，唯独

左数第二组物象“菊花、石、坡草和兰花”没有落款（位于相邻的两块古砖上）。仔细观察发现，

在左数第三块砖上的兰花旁，钤有“六舟”小印一枚。而且，左数第二块砖上的菊花上仰枝的画

法，与六舟《芸窗清供图轴》等作品中菊花上仰枝画法如出一辙，菊花下垂枝与六舟其他作品中的

菊花花头的用墨用色方法也非常相似，石头的画法与六舟《设色菊石四连屏》中石头的画法亦一致

（表2）。因而据此断定，《古砖花供》左数第二组物象（图5）系六舟所绘。在这一组物象中，太

湖石的窟窿里露出了古砖内侧边缘，而其他地方未见笔墨与拓痕之间的交叠覆盖关系，效果令人称

奇！说明要么在补画花石时六舟做了较为精准的考虑和设计，要么在绘完物象后又做了局部补拓，

而且六舟很有可能是11位画家中第一个在《古砖花供》上添画花卉的人，故未在花卉旁单独落款，

因为图卷最左侧的总落款由六舟完成。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至少在1835

年，六舟已经产生引全形拓入画的创作思想并身体力行地付诸创作实践。

表2  《古砖花供》图卷中菊花和石头的画法与六舟其他作品的对比

种类 作品局部 作品出处 种类 作品局部 作品出处

菊花上

仰枝

出自《古砖花

供》，浙江省博物

馆藏

菊花下

垂枝

出自《古砖花

供》，浙江省博物

馆藏

菊花上

仰枝

出自《芸窗清供图

轴》，浙江省博物

馆藏

菊花下

垂枝

出自《芸窗清供图

轴》，浙江省博物

馆藏

菊花上

仰枝

出自《设色菊花图

轴》，浙江省博物

馆藏

菊花下

垂枝

出自《设色菊花图

轴》，浙江省博物

馆藏

菊花上

仰枝

出自《设色菊石四

连屏》，浙江省博

物馆藏

菊花下

垂枝

出自《设色菊石四

连屏》，浙江省博

物馆藏

太湖石

出自《古砖花

供》，浙江省博物

馆藏

太湖石

出自《设色菊石四

连屏》，浙江省博

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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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古砖花供》图卷中未落款但有“六舟”印记的一组物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舟和陈庚以后，很少再见到全形拓与人物画结合这一体裁的作品。在将全

形拓引入花鸟画的实践中，主要是在古器物的全形拓上补画花卉，后来也出现了补绘蔬果，绝大多

数的画家都采用写意画的方式。六舟所生活的年代，比海派画家略早。六舟以后，海派画家王礼、

虚谷、朱偁、赵之谦、蒲华、任伯年、吴昌硕、黄山寿、颜元、王一亭、赵叔孺、丁辅之等都先后

尝试过在古器物的全形拓上补画花卉蔬果，成为一时之风气。尤其是吴昌硕，绘制过多幅全形拓入

画的作品（表3），使得这类作品成为其大写意花鸟画的一种重要样式，非常醒目。与其他画家不

同的是，黄士陵采用工笔或结合西方光影原理的写实手法加以表现（表4）。北方画家齐白石、陈

师曾、陈半丁、溥儒、姚茫父等都曾画过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姚茫父，因擅长古器物的“颖

拓”，亦时常在此基础上作“博古花卉”，颇为可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画家的作品集中

亦偶尔能见到全形拓与花鸟画相结合的作品，如郭味渠、陈硕石、韩天衡等。近年来，随着对全形

拓研究的重视，一些专业画家开始探讨“拓绘相生”技法、颖拓技法在现代中国画创作中的运用，

以形成独特的笔墨机理和构图样式，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学者提出，全形拓入画之所以成为19世纪

晚期至20世纪上半叶一种流行的绘画方式，应该归于六舟的贡献[1]，他的创造性给文人画增添了一

种有益的样式。

表3  《吴昌硕全集》收录的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创作时间及拓绘关系分析

作品名称 收藏单位 甲子纪年
朝代及公元

纪年
作品拓绘关系分析及相关推断

鼎盛立轴 浙江省博物馆 壬寅八月
光绪二十八

年，1902年
鹤洲上人传拓焦山无叀鼎，吴昌硕绘牡丹、梅花

陶鼎拓片补花

果立轴
私人藏 壬寅八月

光绪二十八

年，1902年

传拓对象是焦山的西汉隃麋陶陵鼎，吴昌硕绘菊

花、菖蒲、佛手。考虑到与《鼎盛立轴》同一时

间，又同出自焦山，推断为鹤洲上人所传拓

玉兰清供立轴 私人藏 乙巳春仲
光绪三十一

年，1905年

吴昌硕绘玉兰一枝，传拓者不明。但在古器物左下

有“清卿”二字印，“清卿”为吴大澂的字，可据

此推断此物的传拓与吴大澂或其青铜器传拓助手尹

伯圜有关

[1]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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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收藏单位 甲子纪年
朝代及公元

纪年
作品拓绘关系分析及相关推断

古鼎梅花立轴 私人藏 丁未秋仲
光绪三十三

年，1907年
鹤洲上人传拓焦山无叀鼎，吴昌硕绘梅花数枝

古鼎插花图轴
日本福岛书道

美术馆藏
乙卯岁杪

民国五年，

1916年

李锦鸿（墨香）传拓邦父鼎，吴昌硕绘牡丹、水

仙。吴昌硕的题记中有“……为阳湖李君墨香手

拓。精神古穆，当推一代名手”。鼎旁有“墨香所

拓”小印

古香立轴 私人藏 壬戌夏
民国十一

年，1922年
鹤洲上人传拓焦山无叀鼎，吴昌硕绘梅花、牡丹

博古花卉立轴
日本福岛书道

美术馆藏
无纪年 无纪年 吴昌硕绘菊花、桂花，传拓者不明

注：根据《吴昌硕全集》收录的全形拓入画作品整理和解读而成。[1]

表4  黄士陵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创作时间及作品拓绘情况

作品名称 收藏单位 甲子纪年
朝代及

公元纪年
作品拓绘情况及推断

钟鼎花卉轴 黄山市博物馆 无纪年 无纪年 器物及花卉均为黄士陵所绘。所绘花卉为菖兰

钟鼎花卉轴 黄山市博物馆 丁酉
光绪二十三

年，1897年
器物及花卉均为黄士陵所绘。所绘花卉为水仙

花卉蔬果博古图

四条屏
红棉山房 戊戌

光绪二十四

年，1898年

器物及花卉、蔬果均为黄士陵所绘。每种器物中

盛放两至三种花卉、蔬果

汉陶陵博古图 珍秦斋

无纪年

（推断为

丙申）

无纪年（推

断为光绪

二十二年，

1896年左

右）

器物（西汉隃麋陶陵鼎）及花卉均为黄士陵所

绘。款识中称“汉陶陵鼎扬州阮氏拓本”，此处

是指依阮元拓本而绘，而非为阮元所拓。在另一

幅未绘花卉的《陶陵鼎博古轴》中，黄士陵绘制

了同样的西汉隃麋陶陵鼎，且绘画风格接近，款

识中有“丙申冬十月”和“器藏焦山僧寺，此从

拓本摹入”，可知黄士陵有依拓本绘图的做法。

另，这两幅表现同一件器物、风格又接近的作品

的创作时间应该也接近，推断大概在光绪二十二

年即1896年

注：根据《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书画集》[2]和《平直光洁见奇崛：黄士陵作品展》[3]收录的全形拓入画作品

整理和解读而成。

[1]　邹涛主编：《吴昌硕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绘画卷一第209、210、263页，绘画卷二第6、243页，

绘画卷三第332页，绘画卷四第218页。

[2]　吴莹主编：《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书画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8页。

[3]　萧春源主编：《平直光洁见奇崛：黄士陵作品展》，澳门书法篆刻协会2015年版，第44、52、53、115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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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形拓入画的文人意趣

（一）“工艺美”进入文人画的审美范畴

钟鼎彝器的全形拓更多展现的是一种工艺美。传统文人画讲究文人在余暇游戏笔墨，而且是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目的是“聊以写胸中逸气”（倪云林语）。尤其是明清以来所兴起的大

写意花鸟画，更加强调笔墨的直抒胸臆，强调以书法入画和以诗入画，很少涉及工艺色彩的成分。

全形拓入画改写了文人画不涉及工艺美的这条路径，使得画面在写意笔墨的基础上增加了工艺美的

成分。在历代大师有关全形拓入画的绘画作品中，除了黄士陵采用接近工笔画的方法方式描绘花卉

蔬果及钟鼎彝器，绝大多数画家采用写意的表现方法在古器物的全形拓上绘制花卉蔬果。王屹峰认

为，通过引全形拓入画，六舟赋予了“死去”的断砖残瓦等金石以崭新的生命并反复予以歌颂。[1]

实际上，在这些全形拓入画的写意花卉作品中，全形拓本身展现了古器物的神采，而画家用带有金

石味的笔墨所绘制的花卉植物则展现了另外一种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全形拓入画展现了古器物与

花卉植物的双重生命力，塑造了礼制与写意笔墨文化融合之“神”，在这里，器物的工匠精神与画

家的写意精神实现了统一。

（二）意象、心象与意造之趣

中国绘画尤其是写意画强调“意象”，是作为绘画主体的“我”画“我”眼中和写“我”心

中的世界，因而中国画又有意象造型、意象色彩等说法。画家所描绘的物象没有必要完全忠实于自

然物象，可以有自己的加工，可以赋予自然物象独特的内涵，可以与自然物象不一样。明代沈周在

《题画》中说：“但写生之法，贵在意到情适，非拘拘于形似之间者，如王右丞之雪蕉，也出一时

之兴。”总之，“一时之兴”非常重要，兴致来了，写我心象，抒发画家的感情远比摸拟自然物象

重要得多。意造，更是对意象的一种强化，画家可以凭借想象力进行创作。钟鼎彝器的全形拓本来

是忠于描绘客观物象的一种结果，但它与写意花卉结合以后产生奇妙的意象效果。比如，古鼎拓本

里所绘的梅花和牡丹，到底是剪下的枝条插入鼎中（即鼎起到了花瓶的作用）？还是说这些花卉是

植入古鼎里的泥土中（即鼎起到了花盆的作用）？相信没有观画者会考虑这个过于忠实于客观现实

的自然生态问题，而观画者的思维似乎也被画家调动起来了，花卉和古鼎摆在一起非常协调、美

观，这就够了，不必去追根究底，这显然是一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强调意象的思维逻辑。

在六舟的一些传世全形拓入画的作品中，通过意造和意象的方式，展现了文人所追求的趣味

性。比如《剔灯图》，六舟或坐或立于雁足灯上，这显然有违常理，完全是画家的意造，因为人的

比例被大大缩小，但观者都觉得有趣，无人怀疑其合理性问题。在《六舟礼佛图卷》里，这一手法

再次得到应用，传拓的佛龛全形好似建筑，而六舟及其侍者则在不同角度向佛像行叩拜之礼，同样

没有人怀疑佛像与礼佛人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观者感受到的是佛法庄严肃穆，达到了“化身

[1]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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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亿，供养十方佛”的效果。在《古砖花供》中，同样存在浪漫主义的意造思维，有的古砖里栽

种了菊花、梅花、松树、柏树，有的古砖里摆放了小几、几上又摆砖，有的古砖里摆放了太湖石，

好似一个童话世界，充满了文人所追求的趣味性。

（三）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

已有学者关注到全形拓入画所带来的古器物传拓者与补画花卉者之间的互动[1]，但未展开更深

入的讨论。实际上全形拓入画，不仅仅是包括了传拓者和绘画者在内的双重互动，还应该包括纸的

生产者和墨制造者在内的多种互动，即纸、墨、拓、绘四重互动模式。

据悉，全形拓的传拓，纸张和用墨都非常考究，纸必佳纸且对柔韧性有更高要求，墨必陈年老

墨，才能使拓者得心应手。[2]传统上，好纸佳墨的生产工序之复杂、用料之讲究自不待言，除此之

外还需要制作者投入感情、用心制作，才能使纸墨生辉。这些投入，在纸、墨的最终产品上都会有

体现，所以当拓者、绘者使用纸墨进行创作时，画纸就形成了一个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平台。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拓者和绘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两种技术之间的互动。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

拓者和绘者是不同的人，因为拓在前而绘在后（偶尔也有绘在前的），互动要想得到较好效果需要

具备一定的技巧和经验，比如拓者为绘者预留器物内边缘的空白缺口，供补画花卉时使用，另外，

拓者的风格和绘者的风格也面临协调统一的问题；另一种是拓者和绘者为同一个人，比如六舟和黄

士陵，这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同工艺种类之间的互动，这种情况较少，因为绝大多数拓工其绘

画未达到较高的水平。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两种技艺的互动，相对而言，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效

果。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两种技艺的互动，主要问题在于这种互动带有一定的“时滞性”，前期传

拓者无法参与后续进程，而绘画者只能在已成事实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尽量使合作浑然一体。

（四）历史场景感、时间轴的拉长与时空记忆

当欣赏者品读前人画作时，画作所提供的“时间信息”可以追溯到作画的具体时间以及画家所

在的那个时代，所以，古画都附加了画家所在朝代的背景、特征，甚至那个朝代画家所普遍具备的

绘画水准、所崇尚的文化观念等都会在绘画作品里留下印迹。全形拓入画的绘画作品，除了绘者和

拓者的上述信息以外，被传拓的钟鼎彝器还提供了更加久远的“时间信息”。也就是说，古代器物

全形拓入画，增加了历史和时间的信息，使得绘画作品的“时间轴”被大大拉长。比如，浙江省博

物馆所藏的吴昌硕《鼎盛立轴》一图中，西周晚期无叀鼎的全形拓让这幅画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不仅

仅追溯到吴昌硕的大写意花鸟画所代表的海派绘画盛行天下的时代，鼎的形制还会让观者在一定程

度上体验和回味西周晚期的沧桑历史，从而产生一种历史场景感，这是全形拓带给大写意花卉画的

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感觉呈现和文本学意义。

中国绘画向来有画家之间相互合作的传统，如参加雅会的文人画家凭兴致合作手卷或其他形

制的作品，或者一幅画先由一部分画家绘制，再由其他画家补绘或添绘，但作画的时间未必在同

时。全形拓入画的绘画作品也具有这种功能。不仅拓者、画者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完成传拓和绘画，

[1]　高迎春：《拓绘相生：吴昌硕“拓本画”研究》，第9页。

[2]　贾双喜：《周希丁和青铜器全形拓》，《收藏家》2008年第7期，第4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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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经常会有一位或多位著名文人、学者对作品进行题跋，对古器物进行介绍，对器物上的铭文进行

考证。全形拓入画的全新样式，提高了文人、学者对古器物铭文进行题跋、考证的热情，也激发了

画家们以全形拓拓本为平台开展绘画合作的激情。比如六舟的《古砖花供》，在古砖的传拓完成以

后，他邀请擅长绘画的友人在上面绘制花卉，从画上落款和印章来看，至少涉及11位画家，其中也包

括其他的僧人，六舟最后以类似汉砖文字的字体作了题跋。今人读此画卷，能感受到诸人合作的热情

和场面，这种时空记忆功能虽非古砖的全形拓所独有，却与古砖全形拓所营造的场景有着密切关系。

四、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分析

（一）古意同求

钟鼎彝器的全形拓之所以成为嘉道年间文人士大夫及商贾的雅好，是因为他们嗜古、崇古、

思古的思想，借助古器物全形拓探究圣人之心和追寻圣人之道成为其共同的情怀。[1]也就是说，文

士及富贾们痴迷收藏钟鼎彝器及各种金石拓片，反映的正是他们好“古”的一面。这些古物、古器

及其传拓的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古”。为器物传真写照的全形拓，可以真实地传达出器物的这种

“古”的气息。这就是为什么当陈介祺观赏完六舟为程木庵所做的全形拓本后，在题跋中感叹程氏

所藏真伪掺杂。[2]相信拓本所表达的气息“不古”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无独有偶，绘画尤其是大写意绘画，也有求“古”的一面。而绘画的“古意”，与古代器物及

其全形拓的“古气”既有不同之处，也有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绘画中的“古”更多的是一种

师承取法的概念，今人总要向前人、古人学习，在古代，画家也要向更古的时代先贤学习取法。因

此，就绘画的“古意”而言，往往是今不如古。吴昌硕曾在其《芍药图》上题曰：“拟高南阜而不

古，拟张孟皋而不厚，拟十三峰草堂而不能放。”这种题识，虽然是一种谦辞，但可以肯定的是，

吴昌硕大写意绘画的美学追求至少包括了“古”“厚”和“放”，这是他从先贤那里取法、学习来

的宝贵经验。齐白石首次看到郭味渠作品时大为赞赏，说他学的是“明贤笔墨”，并为作品题曰：

“味蕖画笔工矣，予九十二岁得获观三复。”[3]在这里，齐白石所肯定的也是郭味渠作品不同于今

人的“古意”。因此，在评价一个写意画家的作品时，有无“古意”经常会成为一个标准，这里的

“古意”指的是画家从古人那里学习传承而得来的风格面貌。当然，绘画仅有“古意”还不够，还

需要有“新意”，需要有画家自己的创造，需要反映时代，这是绘画与钟鼎彝器全形拓区别最大的

一个方面。全形拓只需要真实地传拓和再现古器物的形貌和精神即可，当然拓手对传拓的技术可以

有创新和发展，但无论传拓技术再怎么创新，其首要目标还在于真实再现古器物。

绘画的“古意”与古代器物及其全形拓的“古气”还有相类似的一面。那就是，气息的古雅

与沉静。读吴昌硕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是能够读出这种气息的。在他的纯水墨作品中，往往在酣

畅淋漓中见“古雅”，加上他所擅长的“古风”诗的题跋，更加见“古意”。在用色的作品中，吴

[1]　陆明君：《陈介祺与金石传拓》，《中国书法》2015年第3期，第102—111页。

[2]　陆明君：《陈介祺与金石传拓》，第102—111页。

[3]　郭味渠：《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味渠》，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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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硕用色以“古艳”而著称，但这种“艳”是在追求“厚”的基础上的一种用色方法，经常是复合

色，或通过复笔、复墨、复色的笔墨表达方法来施用颜色，表达的是“古艳”的气息而不是单纯的

“鲜艳”。总之，吴昌硕的大写意绘画是追求“古意”的，这种古意与钟鼎彝器全形拓所表达出的

“古气”是吻合的，二者在气息的追求上表现出一致性，可谓是“古”意同求。因此，当我们观赏

吴昌硕的几幅绘在全形拓上的花卉蔬果作品时，便能直观地感受到全形拓与大写意笔墨在“古”意

同求方面所表现出的合力。如浙江省博物馆馆藏《鼎盛立轴》一图，这种“古意”的合力产生出一

种更加旺盛的“势”，一方面，古器物的全形拓在该作品中更加强化了吴昌硕笔墨的“古意”；另

一方面，同样带有“古意”的大写意花卉不仅与鼎的全形拓做到了气息吻合，更关键的是它活跃了

画面的构成，使画面因引入植物（梅花、牡丹）而具有生命力之象，大大提高了全形拓的观赏效果。

（二）异类同源

中国绘画自古就讲究书画同源，并且书画同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范式特征。[1]明

代陈淳、徐渭所开创的大写意花鸟对书画同源更为强调。与工笔和小写意相比，大写意花鸟画的造

型更讲究概括性，画面的构成要素相对简单，笔墨的独立性更加强化，甚至还需题写诗词和长跋来

丰富画面构成，这样就渐渐形成了大写意花鸟画“引书入画”“引诗入画”的独特范式。陈淳和徐

渭都是书法大家，他们的绘画作品已经表现出诗书画一体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徐渭，“以书入画”

的意识非常明显。“扬州八家”也在实践书画同源，但基本上还未脱离陈淳、徐渭的诗书画三绝范

式。到了海派画家崛起的时候，情况有所变化，赵之谦和吴昌硕都是金石篆刻大家，一方面，他们

的文人画理念走向强调“诗书画印”四绝范式；另一方面，他们将“金石味”引入绘画，金石碑版

的独特韵味被其绘画用笔所吸收，如赵之谦将魏碑的方笔形态和行笔特征引入绘画，吴昌硕将石鼓

文的大篆用笔以及草书用笔引入大写意绘画，虚谷则将“金错刀”式的以侧锋颤笔为典型特征的

笔法用到他的绘画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金石大写意”传统。从“文人大写意”到“金石大写

意”，是文人画的一次带有飞跃性的发展，这样就使得绘画作品更加凸显了金石气或金石味。金石

碑版用笔在绘画中的广泛采用，大大拓展了传统的中锋用笔的内涵，使得画面里的线条更具有质感

和结实感，更加容易地表达出昂扬向上、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

全形拓本身就是对以古代青铜器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种比较接近事物本身状态的留影和传神写

照，当然后来也发展到对青铜器以外的其他器物的传拓，但不管怎么说，“金石味”或“金石气”

是全形拓拓片所传达出的最直接的气息。所在，在金石味或金石气方面，全形拓与源于海派画家的

金石大写意花鸟画有着共同的“源”，可谓是“异类同源”，这是全形拓入画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审

美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全形拓早期传承人六舟具有高深的大写意绘画修养。除了传拓工艺以外，六

舟还精通书画等多种艺术，均名重于一时。[2]据六舟自己称，其绘画学青藤白阳，可见他画的是文

人大写意花卉。从目前所流传的其绘画作品来看，其绘画达到了较高的水准。相关研究表明，六

舟工花卉，尤其擅长画梅。管庭芬《南屏退叟传》记载：“学画于南屏付法师松光，然杂卉以白

[1]　冯健：《文人画的传承发展及“书画同源”范式演变》，《书法赏评》2018年第1期，第58—63页。

[2]　桑椹：《六舟与早期全形拓》，《中国书法》2015年第3期，第136—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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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为宗，画梅兼擅二树、冬心之胜。”[1]白阳，即陈淳（1483—1544），明代绘画大家，在水墨大

写意花卉上有开宗立派之功，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二树即童钰（1721—1782），清代画梅名

家，专门画梅花和写梅花诗，其有“万幅梅花万首诗”小印，对梅花题材专攻若此。冬心，即金

农（1687—1763），“扬州八家”的代表性画家，亦工于画梅，其所绘梅身多作苔点，梅枝逸态横

斜，有古拙放逸之趣。可以说，六舟取法陈淳，决定了其写意绘画的风格，因为陈淳的绘画造型相

对严谨，是介于大小写意之间的绘画风格，六舟的绘画风格基本上也介于大小写意之间。他取法童

钰及金农，主要缘于在梅花题材上的专攻，金农绘画作品的高格调以及独特的用笔特点似乎也对他

产生了影响。六舟画梅花应该还学过元代的王冕，只不过他化王冕的“繁”为“简”。

不妨来看六舟所绘的《群仙祝寿图轴》和《墨梅图轴》两件作品，前一件作品造型严谨，是

学陈淳之所得，后一件作品则更为醒目，画面上的梅枝强化了书法的中锋用笔，加上他对用墨、用

水的较强把控能力，线条凝练、遒劲，富有立体感，得古人的“印印泥”用笔之法，具有很强的金

石味道。这种金石味的用笔特征在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钟鼎插花图轴》（图6）和《芸窗清供图

轴》（图7）上都有所表现。六舟绘画用笔的金石气可以从他的书法和篆刻上找到来源。六舟的书

法诸体兼擅，尤以篆书为佳，他的篆书从古砖文、古碑额篆中吸收营养，具有追求金石味的自觉意

识（图8），即使是与吴昌硕和赵之谦书法的金石味相比（表5），六舟书法的金石味也颇具个性。

六舟治印水平亦不低，从他的传世作品来看，属于典型的浙派风格。相信书法和治印上的修为对他

绘画用笔的金石味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海宁市博物馆所藏六舟作品《墨梅图卷》的卷首有吴昌硕

[1]　桑椹：《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六舟和他的才艺》，第23—32页。

图6  钟鼎插花图轴

103cm×32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7  芸窗清供图轴

130cm×31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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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跋，其中称六舟“画梅笔意古劲，用笔无异篆籀，至宝也”，可谓知者之言。

实际上，吴昌硕盛赞六舟绘画用笔有金石气的不止这一处题跋。《吴昌硕题画诗》收录《题

达受〈墨花册〉》，诗云：“画梅肯学杨无咎，篆籀生成笔一枝。问字即今生已晚，扪心想见剔灯

时。”诗前有序：“画梅笔意古劲，用笔无异篆籀，至宝也。”诗后有注：“汉镜灯出土时，满器

铜锈，六舟上人剔出文字。”[1]由此诗可见吴昌硕对六舟以篆籀笔法入法的肯定。

图8  《黄易山水册》篆书题端  24cm×58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表5  六舟书法用笔的金石味特征举例及与吴昌硕、赵之谦的比较

六舟书法用笔金石味特征举例

取自《读我书庐》篆书匾

额，天一阁博物馆藏

取自《临四体书屏》，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篆书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行书四条屏》，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与吴昌硕书法用笔金石味比较

取自《篆书寿字立轴》，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藏

取自《隶书汉书秦云四言

联》，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篆书游嘉为

黄八言联》，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行书扁舟后世七言

联》，西泠印社藏

[1]　吴昌硕著，朱关田校辑：《吴昌硕题画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843

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与赵之谦书法用笔金石味比较

取自《行书龚自珍己亥杂

诗四条屏》，朵云轩藏

取自《明艳高情》

五言联，出处不详

取自《篆书说文解字叙

册》，故宫博物院藏

取自《行书龚自珍己亥杂

诗四条屏》，朵云轩藏

在六舟逝世的1855年，赵之谦才26岁，任伯年才15岁，吴昌硕才11岁，所以，在六舟所生活的

那个年代，绘画的“金石大写意”传统还未明确形成，但比六舟更早的金农等人在这方面的探索无

疑对六舟产生了影响，六舟可算是金石大写意绘画的早期实践者。他的大写意花卉作品，强调书法

用笔尤其是古人“印印泥”的书法用笔传统，体现了一定的金石味，与吴昌硕的老辣苍厚、赵之

谦的奇肆劲健相比（表6），六舟绘画用笔的金石味更趋于醇厚典雅。可以说，即使没有全形拓作

品，六舟仅凭借其绘画作品也可传世。这一条结论的得出对于解读六舟的艺术具有重要意义，使得

我们可以理解作为“道咸年间画梅名家之一”的六舟，为什么会在钟鼎彝器的全形拓上花费如此多

的心力，为什么他会首创“全形拓入画”的大写意花卉模式，除了谋生的原因，更深层的具有文化

发生学意义的原因是否就是古器物的全形拓与大写意花卉在“金石气”或“金石味”上的共通性。

若如此，全形拓入画出现在六舟身上，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

表6  六舟绘画用笔的金石味特征举例及与吴昌硕、赵之谦的比较

六舟绘画用笔金石味特征举例

取自《全形花插》，

捡云书屋藏

取自《钟鼎插花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水墨花卉册》，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与吴昌硕绘画用笔金石味比较

取自《珠光立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墨梅立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取自《修竹幽兰立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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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之谦绘画用笔金石味比较

取自《花卉册》，

故宫博物院藏

取自《天香图》，

故宫博物院藏

取自《花卉屏之九》，

故宫博物院藏

通过全形拓所传拓的钟鼎彝器，很多器身上的铭文也被清晰拓出，有的器身上的铭文以单独的

拓片形式被拓在钟鼎彝器旁侧，好似一个局部图，将器身上尤其是器身内部看不见的铭文（或局部

看不到的铭文）放大给出，特别像现代制图技术中的局部放大法。在全形拓入画的绘画作品中，这

些铭文起到了至少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从铭文内容来讲，这些铭文本身字口清晰，其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会引发有金石学

基础的读画者在赏画的同时，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阅读并思考这些铭文，更加专业的学者可以进一步

考证这些铭文中的字句及出处。

其次，从铭文的书法价值来讲，它们极富书法价值，是研习金文书法的极佳素材。可以想见，

如果在一幅全形拓的钟鼎彝器图上，以金石大写意的笔法尤其是篆书的笔法，补绘花卉蔬果，那么

从文字到绘画，从抽象的线条到具象的线条，都在同一幅画面内有所体现，读者可以去比较这些线

条的关系，更加直观地体验书画同源。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钟鼎插花图轴》，钟鼎（周伯山豆）

的全形拓由六舟所传拓，并在全形器物内补画折枝花卉。花卉有两三枝枝条向外伸展，颇为引人注

目，细看枝干遒劲而有力度，中锋行笔，如折钗股，如印印泥，用的正是篆书的笔法，而在器身正

面，若干金文被清晰拓出，文字的笔法竟与折枝花卉的笔法有某种相似性，似乎告诉读者，画折枝

花卉须用古器身上的金文笔法，恰似一本活脱脱的画金石大写意花卉如何实践“书画同源”理论的

教科书！令人称奇、叫绝！

全形拓本画上的这些铭文拓片所起的作用，就好似写意花鸟画上的题诗和题跋的作用，它们本

身也是画面的构成要素之一。题画诗和题跋的存在延展了绘画本身的审美功能，给画面增加了“故

事性”，使得文人画的审美功能由狭义的“视觉美”向广义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综合美”转化，这

也是文人画的独特魅力所在。同样地，在全形拓本绘画中，这些带有铭文的拓片，把本身就带有题

跋或题诗的绘画作品的审美功能朝更广义的方向推动了一步，在“故事性”的基础上，增加了考

古、历史考证、书法的欣赏和研习以及书法和绘画用笔的比较及直观体验书画同源技法等功能，使

得绘画的社会意义和“综合美”向前更进了一步。

（三）异格同调

全形拓有着各种不同的风格。在早期拓制工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拓品相对粗放，但随着拓

制工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西洋素描法、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法以及照相技术等被用于全形拓传拓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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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拓品也朝越来越精细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出现一个有关艺术审美的问题：精细风格不同的全形

拓入画，应该匹配什么样的绘画风格才能使整幅作品协调统一甚至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如果把全

形拓和绘画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视作不同的“格”，即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或规格，

把工写程度的不同视作不同的“调”，把画面工写风格的协调统一视作“同调”，那么“格”和

“调”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全形拓制作者和花卉蔬果的补画者，已经在有意或无意

中进行了绘画风格的选择与取舍，以达到全形拓入画更加完美的效果。

全形拓创始人马起凤的传世拓品较为少见，未见其全形拓入画的相关作品传世。马起凤的传人

六舟有很多全形拓及全形拓入画的作品存世。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与后世的全形拓作品相比，六

舟的全形拓技艺还处于全形拓发展的初始阶段，传拓技术上还处于未成熟的阶段[1]，因而六舟的全

形拓作品相对来讲处于略显粗放的水平。包括陈介祺也曾对六舟的全形拓技术有所批评并着手改进

拓制工艺。[2]这样就涉及一个有关全形拓的基本问题：如同绘画一样，全形拓是否也有工写风格之

分？若如此，粗放风格的全形拓之艺术价值是否一定低于精细风格的艺术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学

术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赞同唐存才的看法，他认为“六舟的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粗略反倒启示了我们

‘似与不似之间’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至臻指导思想的具体物化形态”，并进一步反问：“能将

古代金石传拓艺术推向空前高度的六舟，是否有意不追求后世全形拓作品所强调的那种过度的精准

性？”[3]笔者倾向于认为，无论工、写，传达出器物的精神才最重要。毫无疑问，六舟的全形拓技

术已经能够尽得器物之神，这也是他在那个时代备受推崇的原因。从六舟所传拓的雁足灯（图3）

可以看出，他已传达出器物之神，一正一反的两个雁足灯像具有了生命力的绘画作品一般，引人入

胜，这是其拓制技艺高明、尽得器具之神的证明。需要强调的是，六舟的写意花卉与他的看似略显

粗放的全形拓竟然在美学风格上实现了一致。如前所述，六舟写意花卉画法相对工细、造型严谨，

是介于大写意和小写意之间的一种画法，但正是这种画法，与他的略显粗放的全形拓作品实现美学

风格上的协调。

下面重点以吴昌硕、黄士陵和六舟的作品来说明全形拓入画的“异格同调”审美原理问题。如

表3所示，《吴昌硕全集》共收录了七幅全形拓入画的作品。《鼎盛立轴》和《古香立轴》两幅作

品用的是焦山无叀鼎的全形拓，传拓风格相对粗放，应该是焦山鹤洲上人所拓。在这两幅作品中，

吴昌硕都是用大写意的笔法补画花卉，两幅作品一幅作于1902年，另一幅作于1922年，前后相差20

年，但作品构图及所描述的花卉形象极其相似。前一鼎中画的是白梅，梅枝以篆书笔法画就，用笔

遒劲、厚重而不失放逸之态，梅之老干状如屈铁，干上所散列之苔点亦凝重厚实，颇见金石趣味，

是吴氏大写意梅花的典型画法。后一鼎中画的是牡丹，花瓣以点厾法画就，枝条厚实，叶片肥大，

勾筋举重若轻，见洒脱之致。白梅纯出之以水墨，遒劲厚实，而牡丹则出之以色彩，古艳洒脱，两

相衬托，十分协调。白梅和牡丹的大写意手法恰恰与画中古鼎相对粗放的拓法相吻合，形成一种协

调统一的关系。（图9a）

这种不同工写风格的全形拓与写意花卉作品笔墨风格统一的原理也出现在了吴昌硕的其他作

[1]　桑椹：《六舟与早期全形拓》，第136—148页。

[2]　陆明君：《陈介祺与金石传拓》，第102—111页。

[3]　唐存才：《金石传拓刍议》，《中国书法》2015年第3期，第8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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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在《陶鼎拓片补花果立轴》（图9b）中，画面有两个陶鼎，器身正面的铭文都被拓出，器物

旁侧还专门给出了一个全形拓所未拓出的铭文。整体上看，这些铭文的书法风格偏秀逸，笔画相对

较细，全形拓的拓工似乎也比前述鹤洲上人所拓要细致得多。令人称妙的是，吴昌硕所补花卉蔬果

的绘画风格也有所改变，整体上接近秀气的小写意，不似《鼎盛立轴》和《古香立轴》中所补的花

卉那么粗犷豪放。尤其是画面下端的陶鼎中的菊花，以小写意的笔法绘出，枝条细劲有力，摇曳生

姿而充满逸趣，画面上端的陶鼎里布满了菖蒲，用笔细致秀雅，此鼎旁一容器中的佛手亦是类似笔

法。令人称道的是，折枝菊花、菖蒲和佛手的小写意表现风格竟然和此幅全形拓的精细风格以及鼎

身铭文的书法风格相一致！画面上面约占画幅三分之一的部位，录阮元的长律，占据较大块面，左

侧作长题，字体虽是吴氏惯用的行书体，但用笔秀逸，接近于行楷，可见是为了与画面绘画风格匹

配而故意将字迹趋于工整化，相比之下，《鼎盛立轴》和《古香立轴》上的落款更加豪放。总体上

看，画面各要素组合协调，格调高雅，令人赞叹！值得指出的是，《陶鼎拓片补花果立轴》与《鼎

盛立轴》都画于1902年，是年吴昌硕58岁，两幅画的受画者也是同一个人即“期仲观察大人”，据

查，吴昌硕与此人有信札往来，吴昌硕多幅作品的题受人都是此人，二人必然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在同一时间，送给同一人的两幅画，绘画和题字风格差异巨大，只能说明画家是有意

为之，而不是作画年份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a）鼎盛立轴  180.1cm×96.0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b）陶鼎拓片补花果立轴

37.0cm×39.5cm  私人藏

图9  吴昌硕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异格同调”审美原理：（a）图中以豪放的大写意花卉风格配相对粗

放的拓工；（b）图中以小写意花卉风格配相对精细的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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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昌硕的《陶鼎拓片补花果立轴》类似，西泠印社所藏《设色花卉博古图轴》和浙江省博

物馆所藏《芸窗清供图轴》，也整体上表现出了全形拓风格与绘画笔墨风格的协调统一特点。六舟

的这两幅作品，全形传拓相对精细，有古朴沉静的气息，绘画的笔墨则介于大写意和小写意之间，

笔墨亦显得沉静祥和，这两幅作品的整体气息、格调都处理得非常统一而协调，令人叹为观止。需

要指出的是，上述两幅作品在传拓古鼎时，都在古鼎内侧边缘预留了填补花卉的空白缺口，这非常

重要，在画家填补花卉以后，花卉与古鼎的结合浑然无迹，巧妙地补托出了立体感和真实感。由此

可见，做拓本入画的全形拓，需要提前做好上述空白缺口的预留，而拓工和画家同为一人的六舟就

拥有主动权，这是单纯为拓工的李锦鸿或单纯为画家的吴昌硕所不具备的条件。值得强调的是，六

舟在这两幅作品中都强调了所描述的花卉物象的动势，如在《设色花卉博古图轴》中，六舟所绘的

水仙叶片颇有动感，好像在微风中临风飘动，天清子所绘牡丹设色古雅、造型端庄大气，有三四组

小枝条或叶片组合向外围伸展，摇曳生姿，这种由恬静的笔墨所表现出的相对低调的“动势”（即

微风中的“动”而非劲风中的“动”）与古鼎沉静安详的气息形成对照，增加了画面的活力和表现

力。《芸窗清供图轴》也是一幅非常成功的作品，画家对插在古鼎中的菊花做了精心描绘，菊花的

主体在鼎口附近，但一枝菊花向上伸展，另一枝菊花向地面低垂，同样是白菊但包含了三个菊花品

种，笔墨典雅飘逸，菊枝伸展摇曳，与古鼎的沉静气息非常合拍。钱镜塘在该幅作品的题跋中说六

舟“性耽翰墨，不受禅缚，行脚半天下，名流硕彦感集与交。阮太傅以‘金石僧’呼之，又目之曰

‘九能僧’。精鉴赏，喜金石，诗书画篆刻均极精妙”，可谓并非过誉之词。

但是，藏于日本福岛书道美术馆的吴昌硕的两幅绘于全形拓上的大写意花卉作品就不同了，

似乎成为“异格同调”的一个反向例证。吴昌硕1916年所作的《古鼎插花立轴》（图10），鼎旁有

“墨香所拓”钤印，说明系李锦鸿所传拓。此全形拓的整体风格较为工细，鼎内绘一枝牡丹和一丛

水仙。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拓制时，鼎的内边缘未留供画家补画花卉的缺口，从牡丹的枝条、叶子

以及水仙的叶片都可看出与鼎的内边缘用笔用墨的重叠覆盖关系，牡丹的画法简单草率，并非吴氏

的精品力作。从整体风格来看，花卉的粗放草率与全形拓的精细风格之间缺乏协调。可以与其他几

幅作品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如《古鼎梅花立轴》虽然全形拓在鼎的内边缘亦未留补绘缺口，但画

家巧妙地将梅花绘于鼎旁及鼎后，梅花由底向上生发，并无草率处理的痕迹。在前述利用焦山无叀

鼎全形拓补绘花卉的两幅作品中，两幅全形拓上的每个鼎拓内边缘都留出了供画家补绘花卉的缺

口，但仍有鼎的局部内边缘与花卉枝干或叶片发生重叠现象，吴昌硕采用重墨的方式将其压住，而

不易察觉笔墨的重叠覆盖关系。总之，无叀鼎全形拓入画的作品，处处可以看到画家的精心处理，

而在墨香女士所拓的这幅全形拓作品上，吴昌硕则处理得较为草率，足见是一般的应酬之作。同样

的事情发生在了日本福岛书道美术馆所藏的另一幅作品《博古花卉立轴》（图11）上，器物的全形

拓乍看工细，实际上工艺水准并不高，瓶的内边缘亦未留补绘缺口，瓶内绘菊花两朵、桂花两枝，

瓶外横放菊花一枝，从桂花枝条和叶片相对草率的画法以及瓶外菊花的叶片浓淡区分不清晰的画法

都可看出，这也是应酬之作。可能拓本的工艺本身就不够精良，画家在特定的情形下亦未作精心处

理，因而整体风格搭配不甚协调，近乎“异格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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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古鼎插花立轴

99.0cm×50.5cm

日本福岛书道美术馆藏

图11  博古花卉立轴

135.0cm×32.5cm

日本福岛书道美术馆藏

黄士陵是全形拓成熟时期引入西方光影明暗变化原理进行全形拓传拓和绘制的代表性人物。与

其他各家不同的是，黄士陵采用写实绘画的方式描绘钟鼎彝器，而非器形的传拓，实际上类似于今

天的“工笔画”一种，是工笔画中淡化笔墨而强化光影效果和细腻写实效果的一种绘画方法。黄士

陵不仅绘制钟鼎彝器，还在器形上以工细的手法绘制插枝花卉。黄士陵绘制钟鼎彝器的作品较多，

但同时绘制花卉并与古器物相结合的作品相对较少。从目前的出版物中[1]能查到的作品包括：黄山

市博物馆所藏《钟鼎花卉轴》之一（菖兰）和之二（水仙），珍秦斋所藏《汉陶陵博古图》（图

12）以及红棉山房所藏《花卉蔬果博古图四条屏》（图13）。这些作品中的植物花卉表现真实、细

腻，其真实程度达到了可以用百度照相进行花卉物种生物学识别的程度。有学者提出，黄士陵篆刻

挺拔不俗的刀法与绘画强调渲染、取法西学的画法存在艺术品位上的不一致。[2]笔者倾向于认为从

作品的风格上看，黄士陵篆刻作品强调平直光洁，强调不假修饰和给人的清新感，恰恰与他绘画作

品的工整细腻风格在美学特征上是一致的，读了黄士陵的印，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画。总之，与六舟

和吴昌硕的写意相比，黄士陵提供了一个“工”至极端的案例，无论是对器物的表现还是对花卉的

表现，都是工整细腻一路，他从“工”的一端做到了“异格同调”，使作品整体绘画风格协调一

致，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价值。

[1]　吴莹主编：《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书画集》，第37、48页。萧春源主编：《平直光洁见崛：黄士陵作品

展》，第44、52—53、114—115页。

[2]　石炯、孔令伟：《拓本博古花卉：从吴昌硕〈鼎盛图〉谈起》，《新美术》2016年第1期，第3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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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钟鼎花卉轴（菖兰）

81cm×42cm

黄山市博物馆藏

（b）钟鼎花卉轴（水仙）

81cm×42cm

黄山市博物馆藏

（c）汉陶陵鼎博古图

81.3cm×34.1cm

珍秦斋藏

图12  黄士陵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异格同调”审美原理：写实手法的应用

图13  花卉蔬果博古图四条屏

73.3cm×40.7cm  红棉山房藏

（四）异材同构

从宋代开始便有表现文人生活中书斋清供、案头清供和岁朝清供类题材的绘画作品出现。至明

清文人大写意花鸟绘画兴起，这一类题材被继承下来，大写意画家通过表现室内的一些器具尤其是

文房用品与花卉蔬果放置在一起所生发的趣味，来反映文人的读书生活、日常生活或过节日时的一

种生活场景状态。有的作品对古代器物描绘细致，或是对植物品种比较强调，也被称为博古画。全

形拓本来表现的就是古代器物，将全形拓入画，实际上表现的就是一种古代器物更加逼真的博古题

材类的绘画。

仍然来看吴昌硕《鼎盛立轴》（图9a）和《古香立轴》（图14a）这两幅作品的构图。画幅左

边的鼎中画的都是白梅，均是由四枝主枝往右上方向生发，右上端都有一小枝梅枝横向朝右发枝。

画幅右边的鼎中画的都是牡丹，牡丹整体上朝左上取势，与梅枝的势在画幅上部相合，牡丹主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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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朵，以墨叶为主，形成一团重墨，这团重墨与梅枝下部的重墨以及靠近画幅底边的文字大拓片

的黑色相互呼应，构成三角形的构图。两幅画的落款位置亦类似，都是在左上和右下作两处题跋，

进一步加强了左上和右下的平衡关系。两幅作品都是六尺整纸的大尺幅，通过上述复杂的构图原

理，形成了既风格协调又复杂有序的画面，是吴昌硕大尺幅作品相对复杂的构图方式。吴昌硕擅长

表现大尺幅博古类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不仅尺幅大，而且画面里构成要素复杂，涉及的器物和花

卉植物品种亦较多，表现起来难度较大，处理不好容易琐碎。

可以将上述两幅作品与吴昌硕的另外两幅大型博古类作品进行比较。一幅是中国美术馆所藏、

作于1915年的《岁朝清供立轴》（图14b），另一幅是故宫博物院所藏、作于1916年的《岁朝清供

立轴》（图14c）。不难看出，中国美术馆所藏的这幅图与《鼎盛立轴》（图9a）和《古香立轴》

（图14a）的构图非常相似，相当于把前面的鼎换成陶瓶，把后面的鼎换成了陶花盆，鼎的下侧所

传拓的古文字拓片（黑色块），则分别换成了黑色茶壶和黑色的竹篮子。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幅

图，与《鼎盛立轴》和《古香立轴》的构图也有相似之处，只是进行左右翻转而已，着色较深的瓜

果和小花盆里的以黑墨画就的菖蒲恰似那两块古文字拓片，这是典型的“异材同构”。对于画家而

言，带有全形拓古器物的画纸，相当于事先提供了装花卉蔬果的花盆、花瓶和花篮而已，画家只需

按其所熟悉的博古类题材或岁朝清供类题材的画法完成作品便可得到佳构。

（a）古香立轴

168.4cm×90.4cm

私人藏

（b）岁朝清供立轴

153.1cm×82.5cm

中国美术馆藏

（c）岁朝清供立轴

137.5cm×72.0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吴昌硕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异材同构”审美原理之一：全形拓入画

与复杂型清供图构图原理的比较

上述是比较复杂的构图的“异材同构”现象，对于构图相对简单、画中要素相对较少的全形

拓入画的作品，“异材同构”式的创作手法有更多的例证。不妨将《吴昌硕全集》收录的几幅画作

进行对比（图15），这些画作包括：《古鼎梅花立轴》（私人藏）、《黄菊雁来红立轴》（出处不

详）、《霞气立轴》（荣宝斋藏）、《梅花煮茶立轴》（私人藏）、《红梅立轴》（出处不详）。

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类似的构图方式，只不过，与全形拓入画的作品相比，在非全形拓入画的常

规作品中，古鼎被换成了一团深颜色叶子的菊花、一块石头、一个炉子和一把蒲扇，甚至是一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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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跋书法所形成的方块状字迹，它们和那个古鼎的作用一样，都担当了构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

色。从画家的角度来讲，这个古鼎，作为一个深颜色的块状结构，被纳入画幅的总体构图中。

（a） （b） （c） （d） （e）

图15  吴昌硕全形拓入画作品的“异材同构”审美原理之二：全形拓入画

与简单型构图原理的比较

注：（a）古鼎梅花立轴126cm×68cm私人藏；（b）黄菊雁来红立轴138cm×34cm出处不详；（c）霞气立轴

93.7cm×21.5cm荣宝斋藏；（d）梅花煮茶立轴142.3cm×26.8cm私人藏；（e）红梅立轴160cm×40cm出处不详。

五、结论与讨论：全形拓入画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学术界对全形拓的研究在近5年内取得快速进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形拓濒临失传的窘

境，但总体上看，对全形拓一般性的介绍成果偏多，在很多专深方向的研究上还有待提高。“全形

拓入画”是拓展全形拓研究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但从目前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全形

拓入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画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借助

艺术学相关理论开展专门而深入的探讨，为形成有关全形拓入画美学理论体系做进一步的铺垫。本

文以释达受（六舟）、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重点探讨了全形拓入画的文人意趣及审美机制

问题。全形拓入画使工艺美进入文人画家审美范畴，在意象、心象与意造等方面与文人画家所追

求的趣味性相合，实现了纸墨拓绘的四重互动，拉长了赏画的时间轴，强化了时空记忆与历史场

景感。结合对六舟、吴昌硕和黄士陵的解读与分析，提出了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在于“古意同

求”“异类同源”“异格同调”和“异材同构”。

在探讨过程中，发现《古砖花供》里有一组未落款但钤盖“六舟”小印的物象实际为六舟所

绘，相关作品创作时间的比较表明，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六舟最早的一幅全形拓入画作品，说明至

少在1835年，六舟已经具备引全形拓入画的创作思想并进行了创作实践。如果从1835年算起，到20

世纪上半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全形拓入画成为流行于世的一种文人画绘画样式，开创之功应归

于六舟。其产生的必然性在于六舟的画家身份和其金石及书法方面的学养，在“扬州八家”之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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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绘画诸家之前，六舟是金石大写意绘画的早期实践者和重要传承者。

尽管2018年以来，学术界对“全形拓入画”研究引起了重视，出现数本以此为选题的学位论

文，但总体而言，涉及面还有待拓宽，文化和审美的研究视角较为缺乏，相关理论的建构还有待于

积累。本文对全形拓入画审美层面的探讨只是一个开端，在此试对未来“全形拓入画”领域值得进

一步研究的课题做出展望：①全形拓入画的画种拓展研究：人物（工笔、写意）、花卉（工笔、写

意）、鸟虫（工笔、写意）都可实现与古器物全形拓的结合；②全形拓入画的技法分类与进一步拓

展；③全形拓入画与文人画的关系研究；④全形拓本绘画的工艺性与写意性的协调问题研究；⑤从

事或涉及全形拓本绘画画家的审美观与流派审美基因研究；⑥海派画家的“全形拓入画”的起源与

传承实践研究；⑦海派画家从事全形拓入画实践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⑧全形拓入画的典型

画家个案研究：古代画家和现当代画家；⑨六舟书画、篆刻特点、与同时代书画家的比较研究以及

六舟书法和绘画的“金石气”特征研究；⑩基于景观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全形拓本绘画的文化学意义

研究；⑪基于解构与重构视角的全形拓本绘画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研究；⑫基于社会空间功能

视角的全形拓本绘画的社会生态意义研究。上述方面是在“全形拓入画”研究领域值得进一步思考

和探索的课题，希望能引起学术界重视，促使全形拓研究实现由单纯技术层面向美学、文化和社会

生态综合研究的转型。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大

学燕园印社社长）


